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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建设到边疆服务
———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

汪 洪 亮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８）

　　摘　要：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齐鲁大学有乡村建设传统但无边疆学术传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

内迁成都华西坝，其边疆研究主要与其主导性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该校国学研究所在边

疆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其边疆

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及实践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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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在民国

边疆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华西大学、金陵

大学和燕京大学开展边疆研究较早。华西大学早在

１９２０年代初，即依托华西大学博物馆、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形成了一支中外学者皆有、多种学科并举的

边疆学者队伍。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在１９３０年代

上半期，分别形成了以中国文化研究所、禹贡学会为

中心的边疆学术团队。齐鲁大学和金陵女大在内迁

成都办学前缺乏边疆学术传统。但在华西坝五校联

合办学期间，五大学边疆研究得到了协同推进①。

其中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别具特色，主要与中华基

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具有非常突出的实

践特质。该校顾颉刚教授牵头的国学研究所和“中

国边疆学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疆研究。学

界对齐鲁大学的医学、国学及乡村建设活动均有论

述，但对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则较为忽略，对其边疆

研究与早年乡村建设传统一脉相承的精神关联更是

缺乏关注②。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对其边疆研究及

相关问题略作述论。

一、从乡村到边疆：齐鲁大学社会
服务的场域转移

　　齐鲁大学虽然缺乏边疆学术传统，但具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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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的乡村建设基因。作为教会大学，顺应教会本

身发展的要求，齐鲁大学办学注重社会服务，致力于

乡村建设运动，体现了那时在华基督教传播注重社

会福音的趋向。齐鲁大学重视乡村教育，希望以此

造就乡村领袖人才，从而建立起教会在乡村的领导

地位。１９２８年齐鲁大学接受中国高等教育计划委

员会的建议，特别注重乡村及市镇之服务人才的训

练，并因此改造为“乡村教育的大学”。那时齐鲁大

学就拟建立乡村生活研究院和家庭经济系，在文学

院教育系增加乡村教育课程，在社会学系增加乡村

生活与乡村经济课程，在医学院增设公共卫生部，在

神学院增加乡村教会系和宗教教育系①。后来文学

院添设乡村教育学、乡村经济学、乡村政治学、乡村

社会学、农业历史等课程。理学院注重农事试验，聘

请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多人充任专家和技术员经

营数百亩试验田。《田家半月刊》的创办也是配合乡

村计划的。孙天锡、张雪岩、刘龄九等人负责编辑工

作［１］（Ｐ９６－９９）。可见齐鲁大学上下一心重视乡村建

设，具有身份的认同和实践的自觉。

齐鲁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２２年秋即已设立，隶属文

学院。不过该系一直与其他系“合并办理”，初与经

济系合办，称为社会经济系，１９３５年与历史系合并，

改名历史社会系，分历史和社会两组。乡村社会学

是齐鲁大学的一大特色，聚集人才较多，如傅宝琛、

余天休等都具有博士学位。该系社会组筹建了乡村

建设试验区，拟在济南近郊实施乡村建设工作，如提

倡社会教育，改良农业，振兴工艺，推行合作，宣扬卫

生，施行诊疗等，皆为试验区主要业务。社会组“历

年开设课程”４６种，集中在社会学相关学科，虽有边

疆课程，但所占比例极低②。

齐鲁大学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环节都非常重

视乡村工作，迁蓉前就已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组织过

乡村服务社③。有学者指出山东乡村建设缘于齐鲁

大学的龙山乡村服务工作。当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

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得到了齐鲁大学，特别

是医学院的支持④。齐鲁大学与山东乡村建设的渊

源及其地位和贡献，我们从既有研究中可窥一斑。

在边疆研究方面，齐鲁大学在移居成都之前并

无积累，我们在既有史料中难以看到该校在这方面

的作为。但在乡村社会工作方面，齐鲁大学可谓民

国时期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先驱，在农业科研、教育和

人才培训等方面都做出过突出贡献。这或许只是因

为地缘因素，一旦时机便利，齐鲁大学就会因地制

宜，如其校长刘世传所言：“边疆问题，本校过去亦曾

注意，但以地域所限，未能积极工作，学校移川之后，

地接边区，实干之时机已至，于是与中华基督教边疆

服务部合作，积极推动，该部主任即由本校文学院院

长张伯怀先生担任。该部已在松、理、茂、汶及宁属

一带，进行边民教育及医疗工作，除在该地设立学

校，诊疗所外，并每年暑假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

团，边疆视察团，医疗队等，前往工作。最近拟在宁

属西昌设立边疆人员训练所，以期培值夷胞医药人

才，俾边民卫生所可得部分的根本解决希望，此事明

年可成事实。”⑤本无边疆学术传统的齐鲁大学抗战

时期加入了华西坝边疆学术的大合唱，并且体现出

乡村建设的精神特质。齐鲁大学组织边疆服务和参

与边疆研究实与其早年乡村建设传统一脉相承，只

是因为抗战内迁办学而实现了场域的转移而已。

二、在服务中研究：齐鲁大学边疆
工作的路径选择

　　华西坝时期的齐鲁大学依然重视乡村建设传

统，仍在寻觅合适的乡村建设基地。恰好机缘巧合，

喜从天降。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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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青年执行干事，１９３９年

夏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诚静怡在重庆聚

议，认为教会工作应覆盖西南边区，决心联合掀起一

场以“边疆服务”为宗旨的社会运动①。

齐鲁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关系至

为密切。张伯怀很早就对乡村工作有极大兴趣和抱

负，一度主持过中华基督教会山东中四区平民教育

事业。张伯怀是边疆服务的提议者之一，在诚静怡

遽然离世的情况下，坚持将边疆服务这个“未出世的

婴儿”养大。在边疆服务部筹设、服务区开辟、经费

筹措及人员延请等工作中，他都是主持者。要论对

边疆服务开创、运行之首功，非他莫属。张伯怀长期

担任边疆服务部主任，其继任者崔德润及短期代理

者刘龄九均为齐鲁大学教员。工作人员中凡身处要

职者也多为山东籍，具有高学历者则多为教会大学

毕业生。边疆服务部虽然人事体制与齐鲁大学无

关，但其人员组配、制度安排及具体事务，概由齐鲁

大学主导。尽管华西坝教会五大学都参与了边疆服

务运动，但齐鲁大学之角色，非其他四所大学所可比拟。

在对边疆服务部具有指导责任的边疆服务委员

会（下设教育、宗教、卫生、研究调查等分委员会）中，

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担任委员并兼研究调查设计委

员会委员，社会学教授孙恩三担任宗教事工设计委

员会主席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也是

边疆服务运动的前期策划人之一。顾颉刚和张伯怀

都热心中国边疆与边政问题，在各自牵头的边疆事

务中积极参与，互为支持。张伯怀参加了顾颉刚组

织的中国边疆学会并担任理事，顾颉刚参与筹备边

疆服务部成立事宜，应邀担任边疆服务研究调查设

计委员会成员，并受张伯怀之托创作了“边疆服务团

团歌”，曾在川康边疆服务区域广为传唱③。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工作内容大致可分

为实地服务和实地研究。张伯怀认为：“调查研究是

决定服务方针的根据，可以解决服务时的许多困

难”④。他要求每个服务区的实地工作“尽量与当地、

中央及地方机关合作”，调查研究方面“尤应尽力与

附近之学术机关合作”，敦促服务人员在“自己本行

的事情之内作进一步的尝试”，“附带的作调查和研

究工作”⑤。如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可调查当地疾病情

形、治疗方法及其应用之器械药材；从事宗教工作可

搜集当地节庆、民间信仰；从事社会工作可调查民歌

民谣、民风民俗、民间故事、民众游戏与娱乐；从事生

计工作可研究当地农工商业及工艺制作情形⑥。张

伯怀三令五申加强研究工作，这既是工作所需，也与

其本人就是高校学人，具有强烈的研究意识有关。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均认为边疆服务区

域是最为理想的边疆研究场所，因藉服务而与边民

建立联系，可使调查研究事半功倍。如李安宅所言，

边疆服务应该由一个“富有机动性的团体”来组织实

施，这个团体应是个包括医学家，社会学家，矿物，土

壤学家，畜牧、林艺学家，语言学家在内的各类专家

组成的“边疆文化团”，这些专家在边疆“即学习，即

同化，即服务，即表证，即改进，即扶植，分工合作，比

较参证，勿忘互助，名利不居，以使边民归于自助自

动之途”，“既可以吸引内地学者，亦可提拔边地青

年”；对边地青年，要么资助进修，要么让其陪同内地

学者“共同研究，长久接触，则彼此启发，本末分别，

沟通文化，自易水到渠成”［２］（Ｐ７３－７８）。实际上华西

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们参与边疆服务大体就是采

用了李安宅所言模式。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参与边疆服务部所作边疆研

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服务于边疆服务的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上海市档案馆藏资料：《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苏州），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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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民政厅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
团筹备经过》，编号：５４－１－２。

参见汪洪亮：《顾颉刚与中华基督教会在西南边疆的社会服务运动———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张伯怀：《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报告》（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在成都广播电台广播），中华基督教协进
会发行：《协进》复刊第２期，１９４３年，第２１－２２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川５０－４３６。

张伯怀：《本部同工应有的心理建设》，《边疆服务》第２６期，１９４８年，第４页。



应用性研究，二是学者们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因地制

宜所做的基础研究。前者集中在医疗和卫生方面，

后者如边疆语文、民俗、宗教研究，对于边疆服务部

工作人员了解和尊重边民、拉近心理距离提供了较

大帮助。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因为办学层次主要

是小学和幼稚园教育，形式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基本能够胜任。在福音传播也

就是传教工作方面，办学宗旨已经世俗化和本土化、

教师群体多为中国人的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较少介

入。在医疗卫生和生计工作方面，边疆服务有赖于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教授们的指导和参与。其中齐鲁

大学的边疆研究基本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多以实地

调研形式进行，并以服务边区民众为导向，具有鲜明

的实践特征。

医疗工作在边疆服务中常起到敲门砖作用。用

齐鲁大学《田家半月报》编辑刘龄九的话说，就是边

疆服务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前期工作中“应该算

是第一件要紧的事”①。边疆服务开展之初，卫生工

作举步维艰。工作人员即认识到边地疾病流行，死

亡率高，边民传统医药观念很难打破。怎样打开被

动局面？边疆服务部选择了“技术攻坚”，特聘医学

界专家对边地某些疑难病症做病理研究，为有效施

诊奠定坚实基础，取得边地民众信任，使卫生工作带

动其他工作开展创造了条件。

据档案资料显示，齐鲁大学计划辅助边疆服务

部建设医疗设施，先在川康服务区各设中心保健院

或医疗院一处，再在每区增设两个分院，经费由边疆

服务部筹措，院长由双方商选；暑期由齐鲁大学医学

院教授带队，选择高年级学生组织卫生医疗队到服

务区作“卫生教育及医疗工作”；专家调查地方疾病，

边疆服务部协助搜集标本材料②。１９４０年边疆服务

部联合齐鲁大学医学院，由院长张剑涛、教授张冠

英、张伯怀领队，组织了到西康宁属地区作医疗和调

查工作的暑期边疆卫生队③。１９４１年，边疆服务部

计划与医学院合作在西昌开办一个中心医院，两个

卫生院，三个卫生站，四个卫生队④。１９４２年，边疆

服务部与医学院合组边疆卫生队，到西昌等地开展

医疗卫生服务，因为正值雨季、路途遥远，到西昌不

久即折回成都⑤。借助边疆服务部及齐鲁大学医疗

资源，西昌卫生院１９４４年扩建为中心医院⑥。基于

“欲求医术之进步，必须与医学团体有密切联络”，西

昌医院请医学院“轮流派遣医学专家来医院工作，一

方研究本地及附近危及民众健康之疾病，同时并可

协助训练各级医护人才”⑦。

边疆服务部卫生调查研究工作多系边疆服务部

工作人员发现边地病情，而后由华西坝教会大学专

家率队调研，而后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循例跟进。

如边疆服务部发现川西眼疾普遍，“十人九病”。

１９４４年９月，齐鲁大学眼科教授陈耀真与医师汤佩

青，边疆服务部所派之马锡山、孙自宽、李长珍等组

成医疗队前往诊疗，“兼作科学考察”，后陈耀真、汤

佩青写成《川西北眼疾调查之经过》，提出了预防及

治疗措施。在川康民族地区行医治病过程中，边疆

服务部发现多种流行地方疾病，如黑热病、回归热、

甲状腺肿大、肠寄生虫等。１９４３年夏，侯宝璋应边

疆服务部邀请指导调查边民的食道疾病⑧。１９４４年

夏，侯宝璋及医师孙绍廉偕同边疆服务部卫生人员，

为研究黑热病分布情况，“亲赴威州理番茂县等处作

实地调查，往返一月”⑨，并沿路调查一般疾病状况，

发现这一带黑热病的传染媒介是一种叫白蛉子的昆

虫瑏瑠。医学界认为侯宝璋的研究发现是“病理学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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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龄九：《本部卫生工作简单介绍》，《边疆服务》第７期，１９４４年，第１页。
《边疆服务部二十九年五六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６４９－３３６。
《成都大学生暑期服务团徒步出发》，《田家半月报》第７卷１４期，１９４０年，６页。
《边疆服务部西康区卫生事工新计划》，《田家半月报》第８卷第４期，１９４１年，第１０页。
《边疆卫生队成功归来》，《田家半月报》第７卷第１７期，１９４２年，第６页。
《工作报告·西康区卫生工作一瞥（１９４４年１－１０月）》，《边疆服务》第７期，１９４４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边疆服务部二十九年五六月工作报告》，案卷号６４９－３３６。
《本部近讯（川西区近迅）·调查特种疾病》，《边疆服务》第４期，１９４３年，第１９页。
《四川的黑热病之调查》，《现代医学》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４年，第２５页。
《工作简讯（总部）·调查川西区重要疾病》，《边疆服务通讯》第１期，１９４５年。



新贡献”，“世界病理学家对于此发现颇为重视”①。

后来侯宝璋发表了《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

症》，阐述了边区多种病症产生的原因及应采取的治

疗措施②。边疆服务部卫生工作人员在专家指导下，

提升了业务水平，在边区特种疾病调研也取得了一

定成绩。如马锡山对“黑热病”的发现，即为显例。

他发现松理茂汶一带儿童死亡率高，当地将其归因

于“恶浊”，“商请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侯宝璋

前来作该病病理研究，并请成都华西齐鲁联合医院

代为查血诊断”，后因国际救济委员会赞助购得显微

镜，确诊７例黑热病患者，发现病原体寄生虫中华白

蛉，证实中国黑热病分布不仅限于北方。在其撰写

的研究报告中，马锡山分析了黑热病在汶川、理番、

茂县三县的发布及其病原、症状与诊断方法③。

因应边疆服务工作需要，齐鲁大学对川康边区

社会文化研究也较为关注。张伯怀借调研边疆服务

工作之机，颇为关注边地社会尤其是民众信仰问题。

他认定川西第十六行政区包括汶川、理县、茂县、松

潘、靖化、懋功等地，是“四川的边区”，“那里的居民

是四川的边民”。他用三句话界定了川西的重要性：

一是“四川的重要富源”，木材、药材及各类工作原料

丰富；二是“四川的重大担负”，川西“寇盗烟匪”猖

獗，各县行政费用、治安责任及军警费用均由四川省

负担；三是“四川的特别机会”，川西界于川康甘青四

省之间，但交通及经济往来“几乎完全以四川为主

体”。他强调要做好川西边疆服务工作，先要“举目

观看”，“看一看这里都是有些什么人，他们的风俗、

习惯、环境、个性、问题、需要和我们工作的机会”。

他认为川西羌人勤劳和平，与汉人“关系最久，而距

汉人范围最近”，“无兵无匪，不刦不乱”，无争而俭

朴；在政治早已改土归流，“久隶汉籍”，但生活习惯

宗教习惯保持其“本来面目”，且因“安土重迁”和“缺

乏文字”，彼此联系较少，“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

俗”。张伯怀最关注的还是羌民信仰状况，希望在基

督教福音工作上打开局面。羌民系多神信仰，除了

天、地、山、水为共拜之神外，每个寨子还有地方性甚

至家庭性的神灵。张伯怀认为“因为缺乏了高尚的

宗教信仰，羌人的生活进步很少”，“羌人很需要高尚

的福音，而且也比较的容易接受福音”。张伯怀对四

土五屯及黑水地区社会均有考察，但多从福音传播

角度出发，如他注意到理县“嘉戎民族”信仰喇嘛教

之“虔诚形式令人钦佩。惟重习为而轻教训，故近乎

迷信，对于社会进步人生幸福殊多障碍。倘能以福

音真理予以感化对于其公私生活必多利益”④。这些

观察固然不错，但以基督教福音为高尚，欲以基督教

来取代羌民原有的信仰系统，则不太符合宗教信仰

自由之本义。

刘龄九介绍了“古代的羌民”、“今日的羌民”，对

川西羌民信仰也有考察。他认为羌民信仰鬼神，最

高保护神为白石神，代表天地，其次为树林神，宗教

领袖为端公。他注意到，端公在羌民生活中居于“最

重要的领导地位”，“他记得羌民的历史，他能同鬼神

来往，他能治病驱鬼，他能转移人的穷富祸福。凡任

何公共集会尤其是有关祭祀的行动，都由端公主持，

所以端公是羌民精神上的实际统治者”，也就是说，

“端公是专门性质的巫师，但并不是一种固定职业”，

平时还是以耕牧为生。刘龄九对羌民优点的概括值

得重视。他认为羌民“忠厚”，“体格高大，强健，农耕

樵牧，不分男女”，“为人朴实诚恳”，“农忙时，共同操

作，互相帮工，不取工资”，“敬老尊长，遇有问题，悉

由老年人会商解决”，“男女平等，生活均能独立”，

“无土豪劣绅，无烟赌盗匪”。刘龄九还对基督教在

川西边地传播历史作了考述，认为“基督教传进羌民

区域中，远在三十年前，但过去的关系，只限于汉人

中间，基督教正式同羌民发生关系，是在民国二十八

年的冬天，即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开

始工作以后。首先在理番的佳山寨开办学校，后又

到汶川的萝卜寨。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接受基

督教教义的，但是羌民在生活与思想已经起了极大

的变动”。刘龄九对羌民的将来也有设想：“今日的

羌民同汉人最大的差别，要算是较特殊的服饰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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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上一新贡献：齐鲁大学教授侯宝璋发现黑热病传染媒介》，《西南医学杂志》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４４年，第２８页。

侯宝璋：《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边疆服务》第７期，１９４４年。

马锡山：《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边疆服务》第７期，１９４４年，第１４－１５页。

张伯怀：《四川教会与川西布道》，《希望月刊》第１９卷第２期，１９４７年，第１－２，２０－２１页。



全不同的语言。服饰的改变自然容易，就是他们的

言语，也因为没有文字的关系，功用早已越来越小，

相距几里的寨子便有不同的语调，便不能交换意见，

现在小学的学生，多已不能用羌语畅所欲谈了。如

果能积极的施以教育，不久的将来，羌语会自然淘

汰，羌民会完全同化，‘羌民’也就只能成为历史上的

名词了。”①

刘龄九的“同化”并不足取，那时学者已有提出

中华各族间宜走向“共同的近代化”，而非强人就己

的单方面的取代或改造②。边疆教育的目的也不在

于淘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而在于增强国家认同

和国族认同，获得现代社会所需知识。据以后见之

明，刘龄九这一针对未来的论述显然落空，但其所见

“现状”仍是较为客观的。他在边地做边疆问题讲

座，当时媒体报道：“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

务部秘书刘龄九先生于三月八日周会时来校演讲，

刘先生详述边疆地区同胞生活之艰苦情况及边疆服

务队举办之福利事业，并带来图片数十幅，供大众展

览，该项图片均在边疆实地摄影，给予大众深切认

识。”③

崔德润担任川西区部主任七年，对“边务”问题

有切肤之痛。他对土司制度造成的“黑暗政治”极为

不满，认为“今日民主之风弥漫乎全球，而吾国边地

之土司，仍如专制之君王”。他提出，要根本解决“边

务问题”，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积极作为④。他

认为“四土问题的中心在苏永和，他是有野心，有实

力的边民领袖。但他的思想很落后，他的心目中只

看到他一人一家的利益，而没有认识清楚现在国家

的情形，他一心要当太上土司。”崔德润以清代金川

之役为史鉴，指出苏永和势力不弱于当年金川土司，

全靠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根本之计还是要“发展交

通，从事教育文化经济的建设，提高文化水准，改善

人民生活，加强政治训练，使边民变成现代的中国国

民，使边地变成真正的中国领土”⑤。崔德润为写出

这篇报告，曾翻阅“关于黑水三番的文献”及地图，

１９４６年随理番县长徐均良视察，历时３２天⑥。崔德

润发现当地不知民国，只知满清，不由感叹：“中华民

国的领土内，竟还有成千成万的清朝遗老；民国成立

了三十多年，还有人说‘当今皇上万岁’”，认为“为政

之道，在制先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发展交通和教

育，提高当地经济与文化，改进人民生活，加强政治

训练，此法“虽似劳而拙，却是根本的办法”⑦。

顾颉刚在其创作的《边疆服务团团歌》中写道：

“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天下一家，中

国一人”，这是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的一贯

立场。边疆服务部对民族平等与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心领神会，强调处理边政应具“汉夷平等、四海兄弟”

的意识。张伯怀提出：“我们不存着许多国人‘重汉

轻夷’，和‘用夏变夷’的心理……我们希望完成的三

部曲是：化除双方的芥蒂，增进双方的友谊，团结双

方的实力，以创造快乐的边区。因此我们的实际工

作必须让双方都有参加的机会，而在共同事业上增

加相互的认识。”⑧

齐鲁大学的学生也参与到边疆服务运动中。边

疆服务部每年暑假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一

般由教会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主体，边疆服务部人员

陪同，到川西区和西康区实地服务和调查研究。相

对于他们的教师，学生参与调研的范围更为广泛。

据笔者梳理，齐鲁大学参与的暑期服务团情况如后。

１９４０年夏，齐鲁大学与华西坝上华西、金陵、金女大

等教会大学及中央大学、铭贤农学院等校教职员１６
人、学生８１人，以华西大学教授蒋翼振为团长，齐鲁

大学副教授崔德润为副组长，赴茂县、理县、汶川藏

羌村寨作抗战宣传、医疗卫生、农业推广及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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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历时六周①。同期张伯怀组建暑期边疆卫生

队，到西康宁属边区开展巡回医疗及疾病调查工作，

参与者主要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②。次年夏，

齐鲁大学与金陵大学、金陵女大、中央大学、国立边

疆学校及江苏医学院等校教员１０人及学生４７人赴

川西北理县，其中考察组约２０人，考察事项分文化、

经济、农林畜牧、地理、生物、医药卫生等７类，后来

调研报告还汇编成《川西调查记》，由教育部出版。

教育部提供了５万资助，并由边疆教育委员会秘书

王文萱担任团长，崔德润担任总干事③。１９４２年夏，

由齐鲁大学教授、《田家半月报》编辑张雪岩带队，服

务团分两组，由华西大学教授植物学教授胡秀英率

领其中一组考察川西植物及畜牧，其他则参与举办

“小学教师训练班”。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雪岩、

医学院教授栾汝琏，金陵女子大学地理学教授刘恩

兰、华西大学植物学教授胡秀英等任教，崔德润担任

教学实习指导。１９４６年暑期，边疆服务部特约齐鲁

大学在读学生孙家俭在理县举办民众图书室和夏令

儿童读书会，持续时间达３个月④。

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是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

五大学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特征在于

边疆研究与边疆服务实现了有机融合。张伯怀注意

到，虽然那时关注边疆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但是“志

在深入边疆，以服务为目的之团体依然不可多见”。

在他看来，“对于边疆的研究真实可靠，非以服务为

基础不可”⑤。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体现了张伯怀提

出的原则，其服务区域即其调查研究区域，其服务方

式即其调查研究方式，而且带动学生和边疆服务部

工作人员，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通过这种方式

培养了人才。按华西大学教授李安宅的观点，就是

形成了“研究服务训练合为一体”的突出特色和优

势。“边疆研究”在很大程度是服务于“边疆服务”

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宣传性”。

三、从文献到实地：齐鲁大学国学
研究的边疆偏好

　　国学研究所是抗战时期齐鲁大学边疆研究的另

一支重要力量。不过在济南办学期间，该所并不关

注边疆研究。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相比，齐鲁大学

国学所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产出能力都有很

大差距，审时度势之下研究所将齐鲁文化研究作为

国学研究所的研究重心，故其产出较多文史研究成

果，但多停留在校注和集解⑥。后来哈佛燕京学社认

为在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可以作为研

究型大学，其他教会大学则应专注本科教学工作。

本已式微的国学研究在华西坝期间逆势崛起，与张

维华邀请顾颉刚来校主持有关［３］（Ｐ２０１－２０８）。顾颉

刚来成都后，本来踌躇满志，但因工作理想与齐鲁大

学所能提供的条件有些差距，加上其老领导———他

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期的副校长、时任中央组织部长

朱家骅召唤，顾颉刚在抗战时期多数时候在重庆。

国学研究所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搜集整理资料。顾颉刚列出了一揽子计

划，包括编纂《中国民族史料集》《中国边陲史料丛

书》等⑦。研究所四处采购图书资料，其中就有边疆

研究所需图书。“本所自山东迁来，图籍缺口，重建

以来，七八月中，多方采购”⑧，但经费有限，地方偏

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采购不易；边区文献常非国

语写就，缺乏翻译就如同天书⑨。图书编纂工作，“已

在进行中者，有中国民族史材料集，先后就正史、别

史、经子、方志、金石、及外国撰述中整理出其有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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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族史之材料，并为作表注及索引等，分类编纂，

其他有中国学术史材料集，中国宗教史材料集，中国

边陲史料丛书，皆在计划进行中”①。

二是倡导实地考察。１９４１年，黄和绳受顾颉刚

之命将在西康的旅行见闻写成《西康旅行记》②。江

应樑在顾颉刚支持下考察凉山，并分别从学术立场

和实际问题角度提出开发凉山和“开化”“罗罗”问

题③；刚来四川不久的杨向奎受顾颉刚嘱托，实地考

证了李冰和二郎神的故事④。李鉴铭发表了介绍西

康地区宗教分布、土著康人的神话传说、婚俗、日常

生活习惯、假日节庆的《康俗杂记》⑤；李得贤撰文介

绍了青海省的民风信仰、神话传说、山川物产⑥；王树

民根据实地考察经历撰文介绍甘肃风物⑦。

三是成立中国边疆学会。１９４１年３月１日，中

国边疆学会成立大会隆重举行，到会人员８５人，顾

颉刚被选举为该会理事长。据当日顾颉刚日记，当

日与会者有８５人，主体就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

学者，其中就有侯宝璋、张维华等齐鲁大学教授⑧。

此前已有两个同名学会分别设在重庆、榆林。国民

政府社会部以三个学会同名要求三会合并，总会设

在重庆。顾颉刚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０日的日记中写

道：“社会部以‘中国边疆学会’已有赵守钰之组织，

令改名。又谓总会应设重庆，此大给我辈打击。”此

事其实反证了政府层面对边疆研究的重视。合并后

的中国边疆学会以赵守钰为理事长，顾颉刚、马鹤天

等为常务理事，张伯怀、姜蕴刚等为理事。１９４６年，

中国边疆学会迁回南京，后因赵守钰主持黄河委员

会，中国边疆学会推举顾颉刚为理事长。１９４２年３
月２０日，中国边疆学会以副刊形式在《党军日报》发

行《边疆周刊》，主要针对西南边疆问题及治理，发表

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边疆研究成果。或因系报纸文

章，大多并不太长，其中既有严谨的学术研讨，也有

边地民风的记录，但都与边疆问题有关。顾颉刚主

持编辑的《责善》半月刊也发表了不少与边疆问题有

关的论文。

四、一以贯之：齐鲁大学边疆
研究的精神传承

　　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在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具

有独特个性，尤其表现在其在服务中研究的应用特

性。抗战时期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的边疆

研究，基本以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为学科背景；

金陵女大以刘恩兰为代表的边疆研究则以自然地理

学和人文地理学为学科背景。齐鲁大学虽然在抗战

前没有边疆学术传统，在华西坝办学时期其边疆研

究看似平地青云，异军突起，实则有其精神传统，那

就是立足于服务社会，着眼于改造社会。齐鲁大学

组织边疆服务和参与边疆研究实际上与其早年的乡

村建设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因为抗战内迁办学

而实现了场域的转移而已。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兴起了旨在挽救日

益衰败的农村经济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近７００
个团体投入其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也竞相提出，

最有影响者当属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主张。但在晏阳

初看来，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前锋、民众解放运动的

首创者，“乃是那一班筚路蓝缕，开创基督教道的初

期宣教士”⑨，这并非晏阳初谦恭承让。基督教被乡

村建设领袖人物推举为乡村改造运动的前锋，于史

有据。

乡土中国是基督教最为关注的需要改造的“社

会”。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的兴起，在中国自然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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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福音传播到乡土社会中去，乡村建设也就成了基

督教传播社会福音的重要载体。正如教会人士认

为，中国社会的真面目就在乡村，要建设新中国也得

先认真地建设好乡村，故基督教应投入乡村建设运

动①；过去教会工作虽然注意到到乡村，但工作停留

在布道传经，并没有提高乡村整个生活的计划②。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很多沦陷，“教会遭

受空前损害，事工多停顿，或改变方式，苟延残喘，产

业受轰炸毁坏或占住封闭，教友多流离四散，即或存

余，亦贫不自存，成为普遍灾荒”③，但在大后方的乡

村教会，则仍能照常工作④，而且大后方及边地乡村

经济社会呈现的残破面貌，又使教会人士找到了新

的努力方向。张伯怀强调：“今日农村已成崩溃的颓

势，挽救亟须更大努力。教会如果习于故常，偏重城

市，苟安城市，无决心加紧在广大农村，继续不断，下

苦功夫，福音决难在中国土地上扎进深根。”⑤很多教

会干部和信徒也流亡到大后方，几所教会大学迁到

成都华西坝，客观上为基督教乡村建设工作提供了

干部基础和专家队伍。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审时

度势，随即开辟西南宣教事工。所以基督教传教事

业应实现从城市向乡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转移，是那个时期中国基督

教会的必然选择。齐鲁大学对乡村建设如此重视，

而后在华西坝办学期间积极开展边疆服务与边疆研

究，自然是基于对在华基督教事业发展趋向的认知

而做出的选择。所以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有明

显的乡村建设渊源，只是其服务的乡村处于西南边

疆而已。

齐鲁大学自创校起就一直重视乡村建设工作，

在教育、卫生、生计领域都有诸多实践。１９３５年刘

世传接替朱经农担任校长，进一步加强了乡村建设

课程。教务主任孙恩三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

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

会乡村干事，抗战时期还在重庆与晏阳初合作，负责

璧山乡村建设试验区，并担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

会系主任，与实业家卢作孚也成为好友，被聘为民生

公司顾问。孙恩三在齐鲁大学工作期间和张雪岩一

道主持的《田家半月报》就以乡村建设为主要内容。

该刊并非边疆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主要内容是反

映农村生产生活，对基督教的传播、农村社会的改良

和宣传抗战救国有一定的影响⑥。但因地处华西，该

刊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在川康地区的边疆服务和边

疆研究比较关注，发表相关信息报道４０余篇。编辑

刘龄九还曾短期代理边疆服务部主任。

齐鲁大学医学在抗战时期边疆研究及边疆服务

运动中有着突出表现。如医学院侯宝璋教授就加入

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且曾担任会长一职。１９４６年

该学会有材料提及：“过去八年里，学会有来自中国

各地的学者，得到很大荣誉和利益。学会特别荣幸

拥有齐鲁大学的侯宝璋（Ｈｏｕ　Ｐａｏ－ｃｈａｎｇ）教授

……他们不仅积极推进了华西研究，而且对学会有

极大的兴趣与关心。”⑦１９３９－１９５０年，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共选举产生２２位正、副会长，来自美、英、加、

中等国，１１名会长中，中国学者有５位：方叔轩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侯宝璋（１９４２－１９４３）、李安宅（１９４３

－１９４５）、刘承钊（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和蓝天鹤（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其中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多次担任正、副

会长，除了侯宝璋为齐鲁大学教授外，余皆为华西大

学教授。医学院在配合边疆服务部开展医疗卫生工

作，尤其是在西南地区疾病的调查研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除了组织边疆卫生队外，齐鲁大学医学院

师生常在《田家》半月报等报刊发表医疗卫生知识科

普文章。《田家》还特约医学院为“医药问答”和“卫

生副刊”专栏供稿。侯宝璋还组织创办了医学季刊

《现代医学》，对西南地区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给予

了较多关注。

齐鲁大学在边疆服务中加强边疆研究，充分发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维之：《读〈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天风》第５期，１９３８年，第１０页。

张福良：《编者的话》，载于包德斐《基督教乡村建设》，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１９３２年，第２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第５１页，上海市档案馆藏：Ｕ１０２－０－１６。

余牧人：《中国乡村教会事工的回顾与前瞻》，《金陵神学志》第２３卷第４期，１９４８年，第５１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会议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建川５０－４３６。

参见王京强：《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田家半月报〉》，《宗教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６．Ｂ，（１９４６），Ｐ２２２．



扬其乡村建设传统，发挥其医学等学科优势，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边疆研究之路。余牧人说边疆服务

是“教会中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

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

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①。《中华年鉴》也将

边疆服务作为“乡村建设”的典型进行了介绍②。再

考虑到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牵头成立的中国边疆

学会，齐鲁大学对那时华西坝边疆研究的辐射能力，

不难想象。所以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理应在民国

时期边疆学术史上留下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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